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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主义的盗火者
 ──陈明忠的思想轨迹*

邱士杰

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曾是带有两义性的汉字译词。第

一义是“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而创立的“经济学说”。(3) 第二义则是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

济的制度预见或规律分析。此处所谓的制度预见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的“为未来的食堂

开调味单”，而是在无产阶级越来越可能夺取政权并确实保持了政权的历史趋势下（从 1871 年

巴黎公社到 1917 年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愈发成为有待论证的重大课

题。两义性的存在让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前的论者经常面临理解上的困难。比如，1929 年由

杨澄波翻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论概要》（W. H. Emmett, The Marxian 

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 , 1925）就曾抱怨一些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不以社会

主义经济为内容，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这种名实不符的状况正是两义性带来的后果。尽管

如此，倘若仔细分析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日语和汉语文献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概念，

也能发现第一义越来越少而第二义越来越多的显著趋势。这是两义性伴随着苏维埃经济的不断发

展而逐渐消亡的体现。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正式将苏维埃经济纳入恩格斯在《反杜

林论》中所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并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在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经

济学的理论空间才终于在第二义上获得解放。对于积极以本土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的新中国经济学

界而言，这样的理论空间正是新经济学直接立足的起点。

苏东剧变之后，坚信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思考者自主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台湾

地区来说，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明忠（1929—2019 年）。陈明忠是知名的中国台湾省社会主义

运动者与爱国统一运动阵营的领袖，也是大陆主流媒体近年经常报道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始于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意识觉醒。陈明忠出生于台湾南部乡下的富裕家庭，并因日本推动的皇民

化运动而长期不知自己作为被殖民者的身份。直到中学时代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才因此发现自

己原是中国人，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祖国认同，然后在 1945 年台湾光复后的五年间进一步产生

认同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毅然拥抱新生祖国。在台湾 1947 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中，陈

明忠不但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斗争，也直接加入地下党，并在随后的 30 年间接连两

次被捕，合计坐牢 22 年。陈明忠的传奇生涯已因多年的历史论辩而成为令人难以绕过的存在。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项目号：18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3)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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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民日报》在 2015 年登载的陈明忠故事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 2016 年出版的

陈明忠口述自传《无悔》令他广获读者注目。

陈明忠是一条隐蔽但坚韧的历史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看见无数台湾本省籍社会主义者

和老地下党员，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在“短二十世纪”的海峡彼岸无悔战斗的历程。这无

疑是 20 世纪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对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段历程也仍然只是近

现代台湾历史的“后街”，(1) 而陈明忠就是在晦暗的后街负重行路的运动者。尽管如此，陈明忠

及其同志们在海岛上的历史搏斗并不是谍报剧热衷描写的“潜伏”故事，而是始终努力与广大民

众相结合、同甘苦的民众史。包含陈明忠在内的所有“老同学”(2) 都拥有巨大的历史观。几乎每

一位都能清晰地将个人过去的实践镶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部加以叙述，并如研究者

那样，为了未来的运动而给自己规定一个必须攻关的“选题”，然后努力为此选题奋斗。陈明忠

也有自己的选题。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而陷入低潮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自

己的选题确定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实践。这是多数“老同学”都相当关注，却未必有

理论能力探索的课题。陈明忠选择了介入。

陈明忠是盗火者。早在他第一次入狱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便瞒着不晓英文的牢狱管理者公

然购入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并在第二次入狱的 20 世

纪 70 年代撰写出同名讲义以教育青年受难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即陈明忠第二次入狱前，

他购入当时仍属罕见的复印机以秘密印刷、发行进步书籍，并借着赴日出差的机会认识了著名的

旅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祖国统一运动者刘进庆（1931—2005 年）。陈明忠将刘进庆的博士

论文 (3) 秘密带回台湾地区。当这部论文通过他的秘密传布而获得许多“老同学”的积极肯定，努

力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台湾地区经济的刘进庆才终于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慰。

陈明忠的知识语言是日据时代打下基础的日语。尽管他始终遗憾台湾光复后的时代动荡未能

让他学好普通话，但他仍能通过阅读日语书籍获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这样的语言

优势让他在苏联解体的 90 年代借由勤勉的笔记作业留下大量札记。1993 年 9 月，他的初步研究

成果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论争》为题发表于“老同学”自办的《远望》杂志。虽

然这篇论文只有两千多字，却浓缩了此后所有论著的要旨。七年后，陈明忠以笔名“黄志龙”在

陈映真等同人创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过去积累的札记。这些札记有：《战后几个主要的“现代资

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体制的形成、解体和乡镇企业》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

与体制的乖离》。以这些札记为基础，他在 2011 年进一步改写成带有总括性质的《中国走向社

会主义的道路》(4)。

我国理论界关于“过渡时期”的三种著名论断──大过渡论、中过渡论以及小过渡论──可

以作为快速把握陈明忠研究心得的切入点。大过渡论认为，从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国家）成立

直至专政自我消亡之间，都是过渡时期，其间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劲。以

(1) 许南村［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3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39 版“人间副刊”。

(2) “老同学”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台湾地区受政治磨难者间的昵称。

(3) 刘进庆的博士论文是《战后台湾经济分析》，1974 年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4)《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011 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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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为典型的小过渡论则把无产阶级专政成立视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将生产资料的集体

化与剥削阶级的消灭视为过渡时期的完结。至于中过渡论则把工农阶级的消亡视为过渡时期结束

的标志。陈明忠的判断迥异于以上三者。他认为：后进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执着于争论过渡时

期的开端与结束，而应注意开端之前。也就是说，既然后进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

的自然结果，就应该在过渡时期的开端之前再界定一个准备过程，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

斯基（1886—1937 年）所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充分申明后进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必

须以自己的方式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曾完成的历史任务，补完不足的部分，然后才能为后续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基础。尤其重要的任务是国有化的大工业应从私有的农业小生产中转移

剩余以获得工业化资金。虽然陈明忠并不欣赏普氏关于剥夺农民剩余的看法，但他认为准备过程

确有必要。对他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

实践经验，就是充分落实准备过程并获得高度成就的历史典范。

陈明忠对准备过程的正式命名是“特殊过渡阶段”，列宁的三段经典论述正是他如此命名的

来源。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

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 年 5 月）(1)

应该在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

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

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2)

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

法。（《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3)

陈明忠从这三段话的字里行间读出工人国家一定要在“特殊过渡阶段”坚决发展物质生产力

的结论。不过，列宁这三段的原始语境其实是强调小农遍布的苏联必须尽快扩张工人阶级的数量。

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数量优势，才能扭转国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巩固政权。

虽然工人阶级的队伍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但生产力毕竟不是列宁以上论述的重点。

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对列宁作品的略失原意的经典诠释意外流露出某种焦虑。

陈明忠的焦虑来自祖国大陆曾经遭遇的曲折与苦难，以及台湾地区愈发分裂的认同感。对于

陈明忠以及许多“老同学”来说，虽然近现代中国经历的曲折苦难毫不减损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

道路的确信，但仍需知性的理论去解答历史如此走来的原因。这是陈明忠阐发“特殊过渡阶段论”

的初心。他希望通过“特殊过渡阶段论”同许多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地区中青年世

代对话，让他们获得同样的确信。因此，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之外，陈明忠也开始口述自己

的历史。2003 年，已然癌症末期的刘进庆首先以日语为他撰写口述草稿，但因急逝而终未发表。

直到陈明忠的访谈稿发表于 2008 年《思想》杂志（台湾联经版）第 9 期，以及 2014—2016 年先

后刊行的繁、简版《无悔》，陈明忠的口述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1)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75 页。

(2)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 页。

(3) 《列宁全集》第 41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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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忠口述史刊发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两种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式：一是部分研究者基于逻辑

向度而设想的“应然的社会主义”，另一则是陈明忠沿着历史向度而亲身感知到的“历史社会主

义”。这里所称的历史社会主义不是指社会主义已成历史，也不是西方社会习称的“实存社会主

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不断萌芽的、使社会主义只

进不退的各种积极因素及其积累。由于这些积极因素的发生和存在未必能以既有逻辑解释之，因

此只有借历史向度予以把握。历史向度与逻辑向度的不同把握方式可从马克思与伊曼纽尔·沃勒

斯坦谈起。马克思的《资本论》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勾勒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形象，

形成前述“第一义”的经济学说；沃勒斯坦则尝试把资本主义界定为 15 世纪存续至今“具体的、

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进而提出所谓“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1) 对陈

明忠理论的争鸣者而言，只要理论中想象的社会主义未能存在于现实、只要生动的现实不符合逻

辑演绎的图景，就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性。但若沿着沃勒斯坦提示的历史向度，我们也

可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具体的、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内在于陈明忠视野

的历史向度让他感受到历史社会主义的每一天都在产生自我保存、自我积累，以及自我茁壮的各

种萌芽因素，于是，他才能心生确信，勇敢前行。

何谓萌芽？明清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将经济史意义上的萌芽定义为不可抗御的新生事物。这种

新生事物“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2)。

社会主义实践形成只进不退之历史轨迹的关键正如卢荻所言：“初始积累要得以持续直至完成，

必须有抵消、消弭制度疲劳和制度异化的因素。长期而言，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是必需的，而维

持革命热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同样是必需的。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过渡而言，无产阶级的主人翁地

位不仅与初始积累同等重要，甚至必须渗透进积累本身。”(3) 同样，陈明忠的慧眼也确认社会主

义在中国拥有不可抗御的光明前途。这是拘泥于逻辑演绎者所断难感知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

作为传记的《无悔》正是历史社会主义借由陈明忠而留下的人格化轨迹。全中国无数如陈明忠一

样坚持初心的信仰者，都以自身的实践积累成社会主义绝不中辍的积极因素。

今天我已难以回想 20 世纪第一次见到陈明忠的具体时间和场景，但脑海里还是不断闪过一

幕幕与他相处的画面。他是充满趣味的幽默老人。关于他的回想似乎也都洋溢着有趣且温馨的要

素。这样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在长年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修养吧。还记得，某回我们偶然聊到马克

思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而数易其稿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他竟以普通话和闽南话夹

杂的方式，脱口而出“查苏利奇‘彼个查某（音： hit ê tsa-bóo）’”（查苏利奇那个女人）这

个妙句：“查苏利奇”以严肃的普通话发音，“那个女人”却用洋溢乡土风味的闽南话表达，仿

佛查苏利奇就是街道日常的邻家大妈。他的话音未落，我已笑倒在旁。日本殖民统治 50 年间饱

受摧残的台湾闽南话其实难以支持完整的理论思考，他却能用这种有趣又纯白的方式精准表达自

己的“内曜心声”，然后继续谈论这封回信和后进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这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于是，陈明忠是先生。与他的思考一同前进是幸福而又能不断获得教益的过程。每当我翻阅

(1) 参见 [ 美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吴承明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3) 卢荻：《新中国经济变革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统一》，《东方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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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赠送的日语马克思主义书籍，总能在书中看到许多笔记。那些被红、黑墨迹标示出来的经典作

家论述，都在后来写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无悔》。尤其是列宁关于“特殊过渡阶

段理论”的各种说法，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各种预见。他重笔标出了《共产党

宣言》的这段话：“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阅读他的笔记，我感觉他

似乎更重视这些专著征引的经典作家的文字，而不拘泥于学者对文字的阐释。或许其中有他坚定

的主体判断。

2018 年 7 月，我去上海的敬老院访问他，话题仍是社会主义经济。临告别时，我请求题字。

“一句就好，您觉得什么话最可代表您的想法？”面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多想便写下字字均富深

义的题词：“祖国统一变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萌芽

已经出现并肯定可以长成的国度即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绝非已经消亡的苏联，而是正在社

会主义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因此，这句题词不但浓缩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全部核心

理论观点，也对必然实现的祖国统一寄予最高期望。如果说这句话能够总结其数十年来的社会主

义理论探索，也不为过吧。

怎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对话？ 2019 年 11 月，我和许多追悼者一道，冒着潇潇冬雨走进上海

市龙华殡仪馆的告别式礼堂，为他送行。会场氛围因为免去闽台繁复的葬仪民俗而显简单，却也

合宜。面对着身覆纯色红布、静静地安卧在灵柩里的他，我忽然想起《无悔》回忆的壮怀画面：“入

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就这样，在红

旗的引领下，作为“党生活者”的陈明忠从 1948 年 3 月 2 日连续奋战到 2019 年 11 月 21 日。想

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预想的悲伤。我总感觉，死亡不属于他所奉献的事业和阶级，也不属于他。

他是不死的，只是休息了。仪式结束前夕，来自海峡两岸的悼念者重新回到礼堂，列队齐唱《安

息歌》。这是地下党员钱大卫和成幼姝为纪念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于 1945 年写下的作品。

这首歌的首唱地正是上海，持续传唱的地方却是 1949 年后的台湾。在一次次的告别中，“老同学”

将这首歌送给即将赴死的狱友、献给已然离世的同志：

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流着血照亮的路，我们继续向前走。你是民族的

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走出礼堂之际回望：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日本发起陈明忠救援运动的旅日侨领林柏耀先生仍

默默守在同志的灵柩旁。堂内悬挂的挽联昂然在目，为他肌理壮阔的 91 年写下红色的注脚：

反殖民、反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勇战士；

爱国家、爱乡土，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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